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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来华作家的红色中国叙事

———以斯诺、史沫特莱与白英为中心

汪云霞,戴思钰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摘 　 要:斯诺、史沫特莱与白英是二战前后西方来华作家的重要代表。他们深入红色中

国考察,将延安视为“神圣的风景”,并从自然景观、社会景观与文化景观等方面建构红色中

国形象。三位作家的红色中国叙事方式可以分别界定为历史叙事、记忆叙事与诗性叙事。斯
诺长于述史,其叙事具有历史客观性和纵深度;史沫特莱善于抒情,其叙事饱含主观热情和

个人记忆色彩;白英的优势在于意象营造,他将内在情思与客观对应物相互融合,创建富有

诗性空间的历史情境。三者的红色中国书写皆与其来华的历史语境、个人文化立场和中国经

历息息相关。作为红色中国叙事的经典,他们的作品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窗口,
增进了中西跨文化交流,推动了东西方之间的理解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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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二战前后,不少西方记者和作家来华,他们奔赴延安地区考察,撰写关于红色中国的新闻报导、报告

文学、日记游记等作品。其中,三位作家尤为值得关注,即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艾格尼

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与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1911—1983)。这三位作家居华

时间长、中国经历丰富,且他们访问延安的时间恰处于二战前后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透过其代表作品

《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1937)、《中国的战歌》(Battle Hymn of China,1943)和《红色中国之

旅》(Journey to Red China,1947),我们可以管窥二战时期西方来华作家如何叙述红色中国并建构中国形象。
斯诺是第一个深入延安地区采访并向世界报道红色中国真实情况的外国记者。他于1928年来华,

在华游历十四载,并于1936年6月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下大量通讯报道。他创作的《红星照耀中国》在海

内外引发强烈反响,使当时“基本上不了解情况的外界大为惊讶” [1] 。《太平洋事务》书评指出:“斯诺

此书的出版,不仅开创了他记者生涯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人们认识当今中国的新纪元。” [2]



在斯诺造访延安后数月即1937年1月,“杰出的记者、女性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 [3] 史沫特莱受邀

到陕北苏区考察。她于1928年来华,在华生活十二载,创作了 《中国人民的命运》 (Chinese Destinies,
1933)、《中国红军在前进》(Chinas Red Army Marches,1934)、《中国在反攻》(China Fights Back,1938)
等多部中国题材作品,对宣传红色中国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中国的战歌》被誉为二战期间最好的报告

文学之一,着重刻画了她在延安的经历。吉原夏纪认为,史沫特莱的中国书写与美国的东方主义话语

形成断裂,她没有试图替他者说话,也没有企图利用他们的声音达到自己的目的 [4] 。弗洛伦斯·豪

(Florence Howe)强调,史沫特莱的延安书写是在为中国的普通百姓发声,“她把自己的艺术献给那些

通常没有时间、空间和工具发声的人” [5] 。
距斯诺与史沫特莱访问延安近十年之后,白英乃奔赴延安。他于1941年来华,先后在重庆英国大

使馆、战时复旦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工作。1946年6月,白英前往延安和张家口访问,历时两个多月。以
在华生活经历为基础,他创作了大量中国题材的小说、诗歌、日记、游记等作品,并编译出版多部中国

文学选集。其中,《永恒的中国》(Forever China,1945)和《觉醒的中国》(China Awake,1947)以日记体形式

展示了二战时期中国人尤其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与精神面貌,及时地向西方社会传递战时中国声

音。《红色中国之旅》是白英记录延安和张家口之行的游记作品,同日记《觉醒的中国》部分内容有交叉重

合之处。有评论指出,白英是“美的永恒力量的信徒”,其“文学才华与高产的作品震惊了文学界” [6] 。
从斯诺、史沫特莱到白英,三者承前启后、相互补充,共同塑造了二战时期西方观察者眼中的红色

中国形象。三位作家有着不同的跨文化经历和中国想象,他们相继跨越太平洋来到中国,深入延安地

区。他们观看延安风景,采访中共领袖,与延安知识分子及民众交流对话。对这三位作家而言,延安不

只是充满异域色彩的地理名词,还是中国情感和中国记忆的存储之地,更是一个承担着表达审美诉

求、历史思考和中西跨文化交流愿望等多重功能的象征符号。

二、 “神圣的风景”:红色中国景观建构

米切尔(W. J. T. Mitchell)曾提出“神圣的风景”的概念,“神圣的风景,就是这个词让人想起了天

堂,想起那流着奶与蜜之地,赐福之岛,应许之地,极乐净土” [7] 。人类对“神圣的风景”的想象与建构,
不仅是现实需要,也是终极的精神追求。在三位作家笔下,延安堪称“神圣的风景”,它是超越战时中国

现实苦难的精神家园和理想世界。他们以延安为中心,从自然景观、社会景观与文化景观来建构红色

中国形象。
在斯诺与史沫特莱的笔下,红色中国的自然景观带有超现实主义的奇幻色彩。“景色无穷无尽,奇异

而诡谲……那些神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有时甚至吓人的景象,好像一个由疯狂之神塑造的世界———有

时却又是一个奇异的带有超现实主义美感的世界。” [8]27“只有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连绵不断,好像詹姆

斯·乔伊斯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效果却常常像毕加索一样触目。” [9]61斯诺与史沫特莱惊叹于延

安共产党人领导的红色革命,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正是基于此种信念,他们洞悉延安风景的神圣性,
认为其“像毕加索一样触目”,并试图揭示延安军民是何以在“疯狂之神塑造的世界”中坚韧生存的。延安

奇美的风景与延安军民的崇高性相得益彰,“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

热情……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9]作者序 。在斯诺看来,延安军民面对“有时甚至吓人

的景象”,显得乐观昂扬,充满激情。总体来看,在斯诺与史沫特莱的延安书写中,纯粹自然景观的描写篇

幅并不算多。其风景描写往往是大而化之的粗线条勾勒,鲜少细腻描摹、工笔勾画。
相较而言,白英更加钟情于延安自然景观的细致摹写和诗性表达。其《红色中国之旅》中的延安

“是个可以歇脚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深深地扎下根来,静静注视着四季更替” [10]10。在白英的体验

中,延安是诗意的桃花源,又恍若一曲扎根于土地的民间歌谣。他凭借诗人的敏感,将嗅觉、视觉、触觉

多角度联动,以饱满的色调与有温度的笔触,富有神韵地传递出延安诗化的自然风光。“这里有薄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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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芹、芬芳的花朵与清新的山间空气。……这是一种独属于中国北方的柔和、甜美、灼热的空气。” [10]7

“山谷是黄土的色彩;远远望去,田野里的茅屋、石桥、商店、偶尔被灌木覆盖的小山全是淡淡的黄

色。” [10]7此类诗化描写在《红色中国之旅》中比比皆是,构成了其红色中国叙事的重要内容。
白英着重营造了延安山谷这一神圣化的诗歌意象。其诗作《朗姆谷与延安谷》将延安山谷与阿拉

伯朗姆山谷相比较,强调二者都具备古老的神性,是被众神眷顾的神圣空间。在诗中,抒情主人公与毛

泽东三次会面的经历被置于黄色幽谷的远景中。“山谷静静悄悄,寂寞无声 / 只有一条涓涓细流,那就

是延河 / 慢慢淌过这片黄沙 / 流过黄色的山间,这里有黑墨般的阴影 / 那是我们生活过的窑洞:空气是

纯洁的 / 夏日的窑洞就像每片湖泊、每条溪流般清凉。” [11] 全诗以毛泽东为中心,将领袖人物的内在精

神外化为自然景观的诗性表达,延安山谷即诗人寻找的延安精神的“客观对应物”。在《红色中国之

旅》的“风景”一章中,白英以白描与写意交融的方式,细致描摹延安的如画景观。“这是梵·高想要画

的风景———灰尘像火焰般升起。生活还在继续,一辆装着大轮子的农家小推车沿河而下,几家铺子开

着,人们在街上慢慢走着,踢起明亮的黄色尘土。” [10]64白英笔下的延安风景具有印象主义绘画的视觉

冲击力。他将人与物共同置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实现人景合一。“在这些松软的黄土山谷里,所有的

土地都必须被翻耕。……你会看到一个人在远处的高地上干活,或一辆小车从你身边隆隆驶过,但车

夫却藏在一捆捆干草里。在这些晴朗炎热的夏日里,延安的四周弥漫着一种奇异的空旷。” [10]77 这个场

景犹如一幅正在徐徐展开的画卷,视点不断移动,由黄土山谷转到远处的高地,再拉回到近景即身边

的小车与农夫,进而由实到虚,从描摹到写意,延安的日常景观由此获得诗性凝视。
“景观具有多个面相,构成一种记忆形式,这种形式储存着人类于时间延展中在地球上活动的历

史。” [12] 景观与人类社会活动密不可分,社会成为风景叙事的重要维度。从社会景观来看,三位作家均

感受到红色中国之“新”这一突出特质。延安作为“神圣的风景”,不仅在于黄土地和黄色幽谷承载的

坚韧和希望,还在于延安青年身上所具有的蓬勃热情与生命力。斯诺讶异于红军的低龄化,发现他们

身上有“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的精神” [9]44。史沫特莱关注到小战士“多数是二

十岁刚刚出头,但在红军中已经有了四五年或五六年的军龄” [13]110,并引用常听到的一位外国记者对

小战士的评价来说,他们“不是中国人,而是新人” [13]129。白英聚焦于青年学生,看到“他们在古老的土

地上建造了一些在中国全新的东西” [10]11。他甚至在《红色中国之旅》中专辟一章“学生”,强调延安

“是个正在形成的世界,也是个你能感到它将会持久的世界” [10]135。三位作家对红色中国之“新”的观

察超越了东方主义式的猎奇,呈现出一种对全新历史主体的期待和对中国未来的希望。
三位作家对社会景观的观察各有侧重。斯诺聚焦于革命青年、军队将领与政治领袖的书写。他指

出,《红星照耀中国》中记录的故事“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

写的故事活着” [9]作者序 。斯诺以单个革命人物的成长史为线索,串联起红色革命发展史,从而勾勒气势

恢宏的革命景观。史沫特莱更重视对战区医院与延安伤兵的关照,呼吁外界对延安的医疗救助,“我们

的第一篇战争报道将会是关于中国伤兵处境的。我会努力争取外国医疗资源救助与志愿工作的救护

者” [13]132。在《中国的战歌》中,史沫特莱浓墨重彩地描摹了野战医院、医学图书室、卫生学校等,并通

过对伤兵个体的采访,收集了大量伤员事迹,借此传递战时中国的医疗状况。白英《红色中国之旅》“大
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延安人民的———将军、地主、学生、游击队员、教授、商人、政府官员———这些人已与

日军作战了八年,依然还在为解放事业而斗争” [10]1-2。相比较而言,斯诺和史沫特莱描绘的社会景观

具有宏大的史诗效果,而白英散点透视的描写方法则仿佛抒情绝句或小令,有利于捕捉宏大历史罅隙

中的吉光片羽。
除自然景观和社会景观之外,三位作家还注重文化景观的体察。延安古老神秘的土地孕育了辛勤

耕作的人民和他们淳朴美好的歌声。史沫特莱曾以“凄凉的歌声”为题回忆其在中国村落听到的民谣,
“那音乐就像中国一样古老,我并不理解歌词,但是我能感觉到,在这些古老民谣的内部编织着人们的

希望和忧伤” [13]261。民歌民谣是中国古老民族的文化积淀,也是红色中国的重要文化景观。白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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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北,每个人,无一例外,都会唱这些民歌。……我想我们大多数人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比我们

从书上学到的东西要多得多”’因为民歌是“未经研究的、自然的、从大地和他们的生活中迸发出来

的” [10]156。白英指出,他在采访延安艺术家时,他们无不提到民歌的重要性。诗人柯仲平当面为他吟唱

家乡民歌,“他吟唱着,好像在那个时刻悲伤侵袭了他,他用一种尖利的调子,双眼紧闭,表情极度痛

苦。……他用低沉的嗓音唱得很慢,但在最后一行,以一种深重的悲伤的腔调吟唱出来:‘太阳下山,花儿

褪色 / 蜜蜂飞来品尝花朵 / 蜜蜂飞来,花儿褪色 / 哥哥呀看着妹妹敞开的坟墓。’” [10]113在白英看来,这首民

歌既“简单”又“繁复”,很好地诠释了爱与悲伤的主题。它不仅与中国《诗经》传统相联,还可以在世界文

学中找到相似处,“就像哈姆雷特曾在奥菲利娅墓前吟唱一样,英语诗歌中也有这样的典型表达” [10]113。
白英对延安文化景观着墨甚多,远超斯诺与史沫特莱。他不仅详细记录了与毛泽东的三次见面,

还积极建构毛泽东作为诗人的形象,叙述其诗歌创作轶事、手稿《风尘集》,并译介毛泽东《七律·长

征》《沁园春·雪》等多首诗词作品。他还塑造了延安多位艺术家形象,包括“吟唱诗人”柯仲平、“中国

的惠特曼”艾青、“鲁迅之后最好的小说家”丁玲、“圣歌演奏者”冼星海等。他还亲临延安文艺表演的

历史现场,欣赏秧歌剧《兄妹开荒》、京剧《三打祝家庄》、交响乐《黄河大合唱》,并关注中国书法、版
画、木刻艺术等。除此之外,他还介绍了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大学,着重谈及图书馆的英文藏书情况。
白英试图通过展示延安的文化景观,让西方世界更好地理解红色中国及其文化特质。

概而言之,斯诺、史沫特莱和白英从自然景观、社会景观与文化景观三个维度来建构中国形象。三
者相比,斯诺和史沫特莱偏重社会景观的透视,白英则注重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塑造。“风景”恰能

呈现意义的缝隙:借助延安风景叙事,三位作家共同建构了西方观察者眼中的红色中国形象。

三、 历史、记忆与诗性:红色中国叙事方式

“风景一般都被视为环境因素,属于空间范畴,但是在叙事活动中,风景被时间化了。” [14] 三位作

家的红色中国叙事具有强烈的时间性特质。在建构红色中国景观过程中,他们对延安这一地理空间的

描绘逐渐让位于时间的叙述:立足于“现在时”的空间描绘,将“现在”视为包容过去和未来的存在标

识。从现实的空间场域回溯红色中国的革命历史,考察延安的“历史性”意义,想象红色中国“未来时”
的全新景观。斯诺曾详细记录了自己从北平到延安的复杂内心感受:“我之所以激动,是因为展现在我

面前的这次旅行,是要去与中世纪富丽堂皇的紫禁城在时间上相隔千百年、在空间上相距千百里的地

方探险:我要到‘红色中国’去。” [8]9斯诺等人意识到,这条从北平到延安的道路,不仅连接了过去与现

在,更串联了过去与未来,暗含了新旧中国命运不断更替的过程。三位作家聚焦于延安这一特定场域,
在“历史—现在—未来”的多重维度中相互穿梭与转化,从而将个体与历史、记忆与情感、真实与想象

加以融合,构成其红色中国叙事的张力和诗性。
斯诺的红色中国书写采用了典型的历史叙事方式。他以个体人物为中心,梳理其人生轨迹与革命

经历,以小见大,以点带面,通过个人成长史勾连起红色中国革命历史的基本轮廓。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曾将历史叙述分为 “编年史” “故事” “情节化模式” “论证模式” “意识形态蕴涵模式” 等类

型 [15] 。斯诺的红色中国叙事表现出高度的历史敏感性和惊人的洞察力。在《红星照耀中国》中,他对中

国革命的现状与未来做出了许多精妙的分析与预判,并对开篇提出的“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做出了

明确回应,具有“论证模式”与“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的叙述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斯诺的历史叙事并非

沿着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线性延展,而是采用了现在与过去两大时空并置的模式,历史与现实互

相穿插,不断进行时间与空间的转换与腾挪。在探寻中国革命历史轨迹时,斯诺谈及自己目睹汉代皇

城遗址所深受的震撼:“我无法向你形容那一时刻在我感情上引起的奇怪冲击———由于我们所在的环

境而这么强烈,又是这么奇怪地富有预兆性质,这么奇怪地超脱于我、超脱于中国的那部分变化无穷

的历史。” [9]26他将延安现代革命战士与二千多年前强盛的汉王朝士兵并置,历史与现实深度交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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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今追昔中思考人类历史的宏大命题。斯诺擅长以革命者个人成长史推进对中国革命史的叙述。如以

专章讲述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中共领导人的个人故事,这些“故事”文本镶嵌在宏大历史主线

之上,彼此构成互文性关系。诸多互文性文本的插入,既拓展了历史叙事的深度,也增加了叙事张力。
另外,斯诺非常注重历史叙事的客观性。他以理性手段克制作者权威,努力摈弃先入为主的看法与私

人化叙述声音,还借助直接引语来增强叙事的客观性和非个人化效果。斯诺强调:“在这里我所要做

的,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

无党派之见的报告。” [9]作者序

如果说斯诺的红色中国书写强调历史叙述的客观性,那么史沫特莱则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渗透

了强烈的个人情感和记忆,可称之为记忆叙事方式。“历史和记忆交互影响,历史(客观发生的历史)塑
造着记忆,记忆重构着历史(事后阐释的历史)。” [16] 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既是中国革命与战争的

历史,也是作者个人的成长史。全书以时间为线索,以回忆的方式讲述了1928—1941年作者在中国的

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虽然史沫特莱同斯诺一样重视个人生命史与中国革命史的镜像式呈现,但较之

斯诺不同的是,她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渗透了较强的个人主观情感和漫长琐细的记忆性话语。或者说,
《中国的战歌》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它既见证了中国的“战歌”,也表现了传记作者自我成长和蜕变

之歌。史沫特莱在自我与中国、历史与记忆之间建构了时空双重距离,由此使笔下的延安化为一种“模
糊远景”。这个“模糊远景”既折射出作家回忆的景深,也隐藏着其情感的分量。史沫特莱对中国怀有深

厚感情,她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并把自己在中国度过的岁月称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章” [13]365。王
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中指出:“故乡之成为‘故乡’,亦必须透露出似近实远、既亲且疏的浪漫想

像魅力。当作家津津乐道家乡可歌可记的大事时,其所贯注的不只是念兹在兹的写实心愿,也更是一

种偷天换日式的‘异乡’情调。” [17] 由此可见,对于作家而言,即便是真正的故乡,在时空阻隔后,也会

产生审美距离甚至“异乡”情调,而只能趋于浪漫化的想象。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隔着时空的

双重滤镜回望延安,其记忆化叙事不免涂抹上抒情和想象的光晕和气息。
白英的红色中国书写可称为诗性叙事方式。如前所述,白英《红色中国之旅》与此前出版的日记

《觉醒的中国》有相互重叠的内容。《红色中国之旅》沿袭了日记体的散文化和诗性特征。它没有斯诺

和史沫特莱作品恢宏的史诗结构,并不以历史线性逻辑展开叙述,而是以横断面方式散点透视延安的

“神圣的风景”。其文本结构宛如“花瓣”,以延安为花蕊,而描写延安的风景、人物、学校、艺术等章节

如同一片片花瓣,向心而聚,各章看似随意而松散,但彼此有着内在关联,形成统一的有机体,共同折

射出延安的诗性景观。白英以二战刚结束的特殊历史时期为背景,巧妙地将延安的自然景观与文化景

观相融合。虽然笔墨所到之处难免触及中共政治和眼前一触即发的国共内战,但他更热衷于表现的是

革命与战争之外的延安日常生活图景。例如,同毛泽东、朱德等人一起用餐,在剧院看戏,与艾青、丁玲

等人谈论诗与生活,他从战争的残酷性之外看到了日常生活恒常的诗性。其笔下的延安“没有坟墓,没
有死者”,甚至连死亡也带有诗意的色彩。“在山脚下,在嶙峋的岩壁间,在最贫瘠与未开垦之地,有一

些铅灰色的尖尖的小基座。有时上面刻着一颗红星,更多的时候,除了一个死去农民的名字,什么也没

有。” [10]77-78白英的延安书写能够将“现实、象征、玄学”融为一体,其诗性叙事中蕴藏着他对中国命运

的关切与探寻。《红色中国之旅》有大量关于爱与和平的诗性呼唤,还有对中国未来的知性思考。“这场

战争或许还会延续一段时间,但这场社会革命仍将席卷中国……长远来看胜利依然为中国人民准备

着,他们自从1911年以来遭受的剧烈痛苦从未被遗忘。” [10]198

虽然将三位作家的书写方式分别界定为历史叙事、记忆叙事和诗性叙事,但不可否认,这几种方

式并非相互排斥、非此即彼。它们在三位作家的文本中其实相互交叉与融合,只是表现程度各有所不

同。总体而言,斯诺长于述史,其叙事具有历史客观性和纵深度;史沫特莱长于抒情,其叙事饱含主观

热情和个人记忆色彩;白英则擅长意象营造,注重将内在情思与客观对应物相融合,建构富有诗性空

间的历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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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历史语境、文化立场与中国经历

三位作家来华的不同时代语境潜在地制约着其对红色中国的观察与叙述,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

立场与中国经历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中国叙事方式。
哈罗德·伊萨克斯(Harold R. Isaacs)曾将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以时间为序分为崇敬时期(18世

纪)、蔑视时期(1840—1905)、仁慈时期 (1905—1937)、钦佩时期 (1937—1944)、幻灭时期 (1944—
1949)与敌视时期(1949—　 ) [18] 。斯诺与史沫特莱分别于1936年和1937年先后来到延安。按照伊萨克

斯的界定,此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恰处于仁慈时期到钦佩时期的转捩点,西方开始试图了解中国,
对红色中国充满好奇。此阶段正是世界局势大转变的开端,中国即将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也即将开启。此外,当时“正值边界战斗和区域内各种政治活动的间歇,共产党领

导人有充裕的时间同他们满怀期待的来访者进行交谈” [19]45。斯诺与史沫特莱作为来华的美国新闻记

者,在华生活多年,具有对历史事件敏锐的洞察力和对历史真相的执着追求精神。他们关注到延安军

民“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 [9]作者序 ,都对苏维埃、红色中国等理论问题

做了深入思考和阐发,具有较强的政论色彩,较好地奠定了二战时期红色中国形象海外传播的舆论基础。
白英前往延安的时间较前两者晚了近十年。彼时延安已进入西方的传播视野之中,不再是神秘朦

胧的未知之地。因此,白英的红色中国书写更加重视文化层面的交流与传播,希望在中西文化之间搭

建交流互通的桥梁,增进彼此的理解与认同。在国统区生活四五年的白英,抱着对中国真诚的热爱奔

赴延安考察,其延安之行“主要的兴趣点在于看看能做些什么来阻止内战的爆发” [10]1。由于历史处境

的不同,其关注的焦点已由抗日战争转向国共内战。此一时期,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已趋于幻灭时

期。白英努力向西方展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个人魅力,试图改变西方人对红色中国的刻板印象。
白英身为英国传记作家、诗人和学者,一直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充满丰富想象。因此,他注重从自然景

观、社会景观和文化景观等多重维度建构红色中国形象,其诗性化的叙事方式一定程度上与来华记者

的新闻报道形成互补,有利于推动红色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
三位作家独特的文化立场与中国经验也对其红色中国书写产生了较大影响。斯诺虽接受了西方

正统教育,但十分厌恶金钱至上的美国社会。他认为,在全美弥漫的社会文化风气中,存在“有毒的,危
险的东西” [20] 。他自知无力改变,故远走他乡。在进入延安以前,斯诺遍访中国主要城市,见证了中国

的严酷现实。肯尼斯·休梅克(Kenneth Shewmaker)认为“这是一次形成自己性格的经历” [19]41。长时间

在华生活的经历奠定了斯诺理解红色中国的可能。他曾自陈,“如果我不是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而是

刚刚由我的祖国来到中国而访问红区,则我的感受也许会打折扣,不但如此,反倒可能认为共产党人

是美国原则的敌对者” [21] 。在华期间,他在中国作家的协助下编译了《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

说选》,收录了鲁迅、柔石、茅盾等左翼作家的短篇小说。在此过程中,斯诺对现代中国有了更深的体

认,对延安的红色革命有了独特判断,在《红星照耀中国》开篇之初即提出了诸多颇有深度的有关红色

革命历史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政治问题,并表现出富有见地的理解和思考。
史沫特莱是一位来自美国社会底层的作家。她幼年居于科罗拉多棚户区,生活贫困,少女时期,其

骨子里便萌生强烈的阶级仇恨与反抗意识。她于1928年来华,先后抵达北京、上海等地,对国民党统治

下中国人生活的苦难与沉重感同身受。她与鲁迅、茅盾交往的经历也加深了其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并
最终在延安找到了精神归属。延安人民的生活唤醒了其在科罗拉多矿场棚户区的童年记忆,作为一个

“被强烈的激情所支配的人”,史沫特莱“比中共的党员更激进和更富于理想主义” [19]246。她深入抗战

前线,不断增进对红色中国的情感认同,并将之化为《中国的战歌》中热烈激扬的文字和对延安真诚的

颂歌。她对中国延安怀有炽烈的情感,在离开中国后仍时时挂念,故以自传体回忆录的形式书写隔着

遥远时空距离的中国,既寄托着对中国的深切情感,也是其自我人生的审视与反思。

92第 5 期 汪云霞,戴思钰:西方来华作家的红色中国叙事———以斯诺、史沫特莱与白英为中心 　



白英有着深厚的中国情结。早在幼年时期,他便幻想身边有一条象征中国形象的青龙伴其成长,
每当困难来临,他都可以召唤青龙化险为夷。他以此为据创作了长篇史诗《西尔维娅的冒险,丹麦和中

国的王后》(The Adventures of Sylvia, Queen of the Denmark and China),诗歌驰骋着白英的中国想象,为
其中国情缘奠定了基础。1941年,白英来华,先后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并
与梁宗岱、闻一多、卞之琳等知识分子过从甚密。这构成了他观察和理解中国的重要基础,也使其对战

争语境下的中国社会有了更广泛的了解。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大学学术氛围之中,白英对中国文化

的兴趣与热爱远在斯诺与史沫特莱之上,因而《红色中国之旅》更加凸显延安的文艺实践活动、延安文

人及其艺术创作。他还大力介绍和翻译柯仲平、艾青、田间、何其芳等延安诗人的作品,有力推动了延

安文艺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三位作家在二战前后相继来到中国。虽然三者个人身份、文化立场有所不同,在华生活经历也各

有差异,但无一例外,他们都是知华友华的国际人士,都对中国抱着理解之同情。他们以各自的话语方

式,积极传递红色中国声音、建构红色中国形象。

五、 结　 语

基于价值取向的不同,叙事者的观察视角可分为“隔离观察”与“楔入观察”。其中,楔入观察者可

以自由选择一套价值系统进行观察;而隔离观察者则不具备这种评价自由,“他采用的价值系统不能

过于离谱,至少要能为作者所处的时代与文化所接受” [22] 。同期中国作家的延安书写受限于政治因

素,多采用“隔离观察”视角。而斯诺、史沫特莱与白英却因域外作家的身份,得以对红色中国进行“楔
入观察”,获得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他们并非远距离地遥望中国,概念化地演绎中国,而是亲临中

国历史现场,深入红色中国中心,观察、谛听和体验延安生活的多重面相。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斯诺、史沫特莱与白英外,以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为代表的一批西

方来华作家也创作了诸多有关红色中国的优秀作品。他们广泛介绍红色中国情况,澄清西方社会对延

安的妖魔化传闻,加深了西方世界对红色中国的理解与认同。例如,冈瑟·斯坦因(Gunther Stein)《红色

中国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1945)立足于抗日战争后期延安人民斗争的经历,从人口、经
济、军队等多角度入手对比重庆与延安,并高度称许延安的民主制度建设。斯坦因采取较为客观的叙

事立场,相对疏离延安革命话语,主张要在“强烈而惊奇的印象后面去探取真理” [23] 。其作品具有一定

的客观性和可信度,但在文学性和美学价值上却相对缺乏。另外,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 Jack Belden)
的《中国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1949)出版后也获得了较大反响,堪与斯诺《红星照耀中

国》媲美。它以解放战争语境下的延安农村为聚焦点,以农民为切入口,描摹出战争参与者的切身体

会,以小见大地思考中国革命的未来。贝尔登注重以丰富的细节和大量的数据客观呈现事实,“虽折服

于中国人民的力量,但较少情感投射,他态度超然,是独立于中国故事之外的观察者” [24] 。与中外记者

西北参观团中大多数成员短期观光式的体验不同,斯诺、史沫特莱与白英有着更长久的旅居中国的经

验,写作风格更鲜明,对问题的剖析更有深度,因而也更具代表性。从时间线索上看,斯诺与史沫特莱

率先打破新闻封锁,后者向西方记者广发邀请,由此促成了西方记者访问延安的热潮;而白英则于内

战前夕访问延安,其作品衔接了二战期间和之后两个不同历史阶段西方作家对于红色中国的观察与

书写。相较于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和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等作品,白英的《红色中国之旅》观

察视角更加多元,它在社会景观之外,还着重凸显了延安的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从斯诺到史沫特莱

再到白英,三位作家由西方到东方,他们不仅突破了空间的限制,还超越了国族以及文化的藩篱,以其

广阔的胸襟、超迈的精神和超凡的胆识观察和书写中国,由此创造了红色中国叙事的经典之作。这些

诞生于二战前后的经典作品今天依然值得重视,它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历史与面向未来,启发我

们思考在当前历史形势下,如何增进文明互鉴与跨文化交流,推进东西方之间的理解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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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ives of Red China by Western Writers Coming to China:
Centered on Edgar Snow, Agnes Smedley and Robert Payne

WANG Yunxia, DAI Siyu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Edgar Snow, Agnes Smedley and Robert Payne are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of western writers who came to
China before and after World War II. They went deep into red China, regarded Yanan as a “ sacred landscape” , and construc-
ted the image of red China from the aspects of natural landscape, social landscape and cultural landscape. The three writers
red China narrative styles can be defined respectively as historical narrative, memory narrative and poetic narrative. Snow is
good at describing history, and his narrative has historical objectivity and depth. Smedley is good at lyricism, and her narrative
is full of subjective enthusiasm and personal memory. Paynes advantage lies in the creation of image, which combines the inner
feelings with the objective correlative to create a historical situation rich in poetic space. The red China writing of the thre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personal cultural stance and experiences in China. As the clas-
sics of narratives of red China, their works provide a window for the Western world to understand China,
enhance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promote the understanding
and identific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Key words: Edgar Snow; Agnes Smedley; Robert Payne; red China; cross-cultural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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